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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处于“大跃进”狂热之中的电影界，

又被“拔白旗”巨浪席卷。刚刚步入成熟发展的电

影事业，在蒙受重大浪费和损失的同时，遭遇严重

干扰和挫伤，留下曲折前行的印迹。

一、肇始：高层诘难 

酿成银幕“拔白旗”运动，时任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可谓始作

俑者。1958 年 3 月，在东北养病的康生调看了一批

影片，据其所看“印象”，“有好的，有可以的，

有的有些意见，有的使人越看越生气，看了生气的

片子不是使人休息，而是心情沉重”，认为 “第三

类片子”，“可以映，但是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

就很值得研究”。他感到更为“值得研究的”，是

在长影“看过片子之后，我们说是最坏的他们认为

是最好的。我们说是最低级的他们说是最高级的，

问题到底在哪里？”由此批评“长影厂看来无文化，

既没有无产阶级文化，也没有资产阶级文化。”［1］

消息传到北京，电影界人士感到不安。一向关

注电影的周恩来很为重视，当年 4 月文化部电影局

召开故事片厂长会议期间，特意调看了几部最新完

成的影片，召集电影局负责艺术生产的副局长陈荒

煤等谈话。

“已准备挨一顿狠狠批评”的陈荒煤，意外看

到“周总理显然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他并不是以

指责的口吻来批评我们，为什么拍出一些风格低级

的作品，追究领导的责任，或者认为创作人员有意

识要来‘改造党’和‘反党’”，只是开始简单讲

了一下，看了《寻爱记》《幸福》《凤凰之歌》《上

海姑娘》等几部片子，“感到很别扭”，认为“有

的是原则问题，有的是风格、情调低级，不能反映

时代，没有伟大理想的召唤。基本思想是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是作者没有实践”，然后立即提出，“如

果目前不能生产好的故事片，是否可以多拍些纪录

片。纪录片倒可以反映生气勃勃的时代面貌，可以

满足观众，也可以教育创作人员。”

陈荒煤回顾说：“这次谈话的中心议题，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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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较清楚。总理主要是强调电影创作者的实践问

题，”他一方面指出某些影片的缺点，但同时也指

出《上海姑娘》《乘风破浪》中的“女演员演得很

像”，这说明青年人反应快、学得快，如果把他们

放到生活中去锻炼，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演好，所

以问题还在编导。

就在这次谈话结束之际，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

的故事片厂长会议，“要多谈几天，找康生同志谈

谈，你们不要当作什么指示，随便谈谈，作为启发。

多谈谈虚，各方面都可以谈谈。中心问题是如何把

电影的风格提高一步，像主席说的阶级的民族的风

格，思想提高，艺术完整。事实上经过几次反复要

有所提高。”他还提及，“我们不怕毒草，但主流

应该是好的。康生同志说《球场风波》是毒草，你

们再研究一下，当然毒草也可以放（映），我们倒

不怕毒草见诸群众，群众可妣鉴别，主要的是要给

群众指明方向。”［1］

4 月 21 日，康生被请到会上作报告。他劈头就

以严厉而刻薄的口吻，挖苦和嘲笑新看到的《青春的

脚步》，“那个片子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使世界倒退了

四十年，当时感到很奇怪．建国八年了已经是社会

主义社会了，怎么还有这些片子呢？不禁使人想起张

织云、王汉伦等人来，对这些人老早革命革忘了，这

次看了《青春的脚步》又把她们想起来，甚至想到这

个片子，是不是比她们演的好些呢？”继而讲起在长

春看的片子，以《三里湾》（即《花好月圆》）、

《牧人之子》两部属于“中间的片子”作例子，斥问

“为什么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到编导手里人物就

变了”“把穷苦孩子改造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了”“改变的重点是往知识分子方面改变”。《地下

尖兵》“这个片子的问题比较明显”。《球场风波》

“我看这个片子里有罗隆基的思想，比吕班的《未完

成的喜剧》高明的多了，吕班的《未完成的喜剧》，

只是天然辛石，吃了不过泻肚子，毒不死人，而《球

场风波》则是‘化学’药品。……这个片子可以说是

渗透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倾思想，起码是一部有右

派思想的。”《五更寒》“有缺点有问题”。《寻爱

记》“实在低级”。《牧人之子》中“我们的区干部

的形象实在太坏，像国民党的侦探。”

在点名批判一系列影片后，康生一再声称“问

题很严重”，并且提到“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高度，

认为“受波匈事件的影响较大，受修正主义思潮冲

击得很厉害”“说明存在着两个改造问题，一是以

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一是

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无产阶级思想”“两

种改造在电影方面表现得很清楚，是我们改造他们

还是他们改造我们”，要求“文化部电影局找上几

个典型摸一下，搞搞试验田。过去我说过，文化部

的会不要在北京开，到上影、长影找一些人抓住一

些问题研究，展开辩论”。最后他咄咄逼人、危言

耸听地加以总结，“总之一阵大风浪来了，头脑不

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2］

二、展开：对照检查

周恩来的指示、康生的讲话非同寻常，尤其后

者号称政治思想战线“理论权威”，即将出任新成

立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显然极有分量，而且大

有来头，与当时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实际上是

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等精

神一脉相承。

处于沉重压力之下，根据中宣部、文化部党组

的指示，文化部电影局迅即以“电影创作思想跃进

会议”形式，大张旗鼓进行贯彻，而且按照康生所

说“不要在北京开”，于 5 月 9 日至 19 日、13 日

至 6 月 4 日，分別在长春、上海举行。

恰在此时，在为发动全面大跃进而召开的中国

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拔白旗、插

红旗”问题。在 5 月 8 日的讲话中说：“旗子横直

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资产

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3］此后又反复

提及，“白旗”“红旗”遂成一种时髦而形象的特

定政治概念，“白旗”即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1］陈荒煤：《永恒的纪念》，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61 页；《周总理在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印：《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个阶级、两条

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材料汇编》，1968 年 3 月，第 125、

126 页。

［2］《康生同志在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印：《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个阶级、两条

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材料汇编》，1968 年 3 月，第 126-

129 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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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则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拔

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灭资兴无。

“电影创作会议”得风气之先，即以此为主旨，

两处座谈会的进程不完全一样，但贯串会议的总的

精神是一致的，即通过对去年（指 1957 年——引者，

下同）电影工作的总结，着重就某些影片创作中暴

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行讨论和批判，大破

大立，兴无灭资，为电影事业的大跃进创立条件。《文

艺报》《中国电影》为之刊发的专门报道，就以“高

举红旗，大破大立”“拔掉资产阶级白旗、高举社

会主义帅旗”为题，称“这几个会议是电影创作干

部艺术思想上一次大破大立、兴无灭资的思想跃进

会议”，并有“拔掉白旗、插上红旗”的表述［1］。

长春会议参加者为长影、北影、八一 3 个北方

电影厂的创作人员，到会 120 余人，“采取群众路

线的办法，对创作思想展开自由辩论，展开批评与

自我批评”“小组会上争论热烈，大会上发言有 30

余人”“着重检查 1957 年所摄制的影片在贯彻文

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和反映现代生活题材、风格、

样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良倾向”，长影厂还发

动职工以“大字报”形式展开检查批评所出的影片。

原本在“双百”方针推动下，积极反映现实，大胆

揭露矛盾，改变回避表现知识分子现象，进入爱情

道德领域探索等方面所做努力，被认为 “在当时

国际修正主义思潮侵袭和国内右派分子进攻的影响

下，错误很严重。有些作品直接攻击党、否定了党

的领导，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借

口下，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做了严重的歪曲，系统地

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具体表现为“抹

煞党的领导，对党员形象和党内生活，作了歪曲的

描写”“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手，歪曲了生活的真

实”“滥用讽刺，破坏了讽刺喜剧片的真实性”“‘戏

不够，爱来凑’，把爱情故事庸俗化”“生活浪化，

到处是花”（指电影美术、音乐创作问题——引者）

等，涉及影片有《未完成的喜剧》《球场风波》《谁

是被抛弃的人》《寻爱记》《幸福》《花好月圆》《情

长谊深》《悬崖》《青春的脚步》《上海姑娘》《球

场风波》《芦笙恋歌》《生活的浪花》等。［2］

共同主持会议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文

化部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中共吉林省委文教部长

宋振庭都作了发言，称“不从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创造，结果

会把艺术引导到资产阶级堕落艺术的死路上去”“这

种倾向资产阶级思想与修正主义的倾向，比之过去

八年还多”“在于对党的‘百花齐放’的错误理解……

放，是为了促使社会主义放，不是容忍资产阶级与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泛滥”“在文艺人特别是电影界，

旧东西、老东西、老箱底、沉重的（也是痛苦的）

资产阶级遗产又是那么多、可照搬，模仿的样子又

是那么吸引人，合乎口味情调的老相识老交情和新

相识新同道又那么诱惑人，时机一到，这些东西的

作用就发挥了作用，其结果就是 1957 年举行了一

次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展览。”［3］

与会不少创作人员“经过对去年许多影片的总

结检查”“看到了自己思想情况的严重性”，纷纷

做了“检查发言”，“深深感到不拔掉自己思想上

的白旗，插上红旗，要求创作跃进是不可能的。”［4］

上海会议由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召集，所属天马、

海燕、江南等各厂创作人员参加。会上联系上影的

创作进行讨论，“认识到在去年的电影创作中，出

现了一股逆流，有些影片，并不是以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人民；有些影片，格调低劣，趣味庸俗。”除

批判了《球场风波》，斥为“是一部从资产阶级立

场出发，诬蔑新社会的坏影片，它对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则尽力加以美化颂扬”，重点讨论了《凤凰之

歌》，“曾被不少同志称赞为去年拍摄的较优秀影

片之一，认为人物性格鲜明，样式新颖等等，却忽

略了影片在思想上的严重缺陷——在这里看不到党

［1］《高举红旗 大破大立——长春、上海电影创作思

想跃进座谈会追记》，载《文艺报》1958 年第 17 期；《拔

掉资产阶级白旗、高举社会主义帅旗—记长春、上海的电

影创作思想跃进会》，载《中国电影》1958 年第 7 期。

［2］《高举红旗 大破大立——长春、上海电影创作思

想跃进座谈会追记》，载《文艺报》1958 年第 17 期；《大

破大立，兴无灭资，电影创作思想大跃进！让我国电影艺

术阵地上红旗飘扬》，载《大众电影》1958 年第 11 期；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

导小组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5 年版，第 442 页。

［3］《林默涵在电影跃进会上的报告》《陈荒煤发言》

《宋振庭在三厂跃进会上的发言》，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印：

《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材

料汇编》，1968 年 3 月，第 132、133、145 页。

［4］《高举红旗 大破大立——长春、上海电影创作思

想跃进座谈会追记》，载《文艺报》1958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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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金凤的求得解放，也仅仅依

靠了自身的个人奋斗”，认识到“所以开始不能觉

察这部影片的问题，正反映了自己对农村生活的无

知，阶级情感不鲜明，相反却对五四时代的那种小

资产阶级的爱情自由，个性解放，引起了共鸣”。

创作人员“联系影片，联系思想，也都对自己

做了深入细致的检查”“觉得在去年国际国内修正

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加上不少创作人员尚未从小资

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中解放出来，因此创作出一

些有错误的、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点的

影片”“在银幕上就充满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

角恋爱、庸俗低级趣味等等题材。对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表现得卑躬屈膝，对工农兵以及党员形象，

则不感兴趣，甚至肆意歪曲”。《情长谊深》的编

导徐昌霖，检查了“拜倒在资产阶级思想面前”“完

全脱离了无产阶级内容来表现友谊”的严重错误；

《球场风波》导演毛羽，检查了“自己在创作上的

资产阶级立场”；《乘风破浪》编导孙渝，检查了

“对工人阶级思想感情不熟悉”“往往是以旧的一

套去代替”的问题。［1］

三、高潮：内外夹击

就在长春、上海会议行将结束之际，《人民日

报》《红旗》杂志相继刊发社论，阐述毛泽东关于

“插红旗、拔白旗”的主张，要求“各个山头、村落，

各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

拔白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

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为大跃进扫清思想上、组织上的障碍，一个声势浩

大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

“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影片，遂公开成为需要

拔除的电影“白旗”，由界内扩展至社会，形成揭

发批判浪潮，从专业电影刊物《中国电影》《大众

电影》，到《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

等新闻媒介，相继刊发各种批判文章、编导检查等，

涉及片目除长春、上海“创作思想跃进会议”所及，

还扩展至《洞箫横吹》《五更寒》《不夜城》《探

亲记》《母女教师》等，“其来势之凶猛、声势之

强劲，可与此后‘文革’中的‘大批判’相媲美”。［2］

把银幕“拔白旗”推向最高潮的，是 1958 年

12 月 2 日，陈荒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坚

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 年电影艺术片中错

误思想倾向的批判》的重要文章，因其文化部电影

局副局长的身份与实际主管电影艺术创作生产的职

责，加之刊载于最高级别、最具权威、最有影响的

中央党报，成为电影战线这场“兴无灭资运动”的

代表标志和成果总结。

文中宣称“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

底改变”“那个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企图并没有完

全摧毁，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些渣滓

又浮了上来”，点名 23 部属于“白旗”影片，涵盖“已

经放映的”“拍摄完毕后还需要做修改或者根本不

能放映”，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批判。

第一，“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

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

认为“1957 年的影片中，讽刺喜剧特别流行”，《未

完成的喜剧》“直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新社会”；《谁

是被遗弃的人》“给人的印象只是：老党员、老干

部进了城，当了领导，就都变质了”；“同样的观

点，也反映在《探亲记》这个剧本里”；《球场风

波》“几乎讽刺了所有的人，唯独那一对资产阶级

教授父女却被描写成那样热心积极、温文尔雅”；

《寻爱记》“似乎是讽刺张士禄和马美娜的资产阶

级思想。然而作者对李勇这个所谓正面人物也做了

许多讽刺，并且最后还让那两个招摇撞骗的青年男

女结合在一起”；《幸福》“是讽刺王家有的，可

是，对他的错误思想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批判”；《三

个战友》“对于‘大洋马’也是如此。”   

第二，“抹杀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

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

和作风”，认为“1957 年的艺术片中，有好些影

片有意回避描写或取消党员和党的领导的形象”，

《青春的脚步》“导演把原作中党员的称号都取

消了”；《情长谊深》“原来剧本中有一个党员

副所长”“戏全部删掉了”；《生活的浪花》和《悬崖》

“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也都看不到党的

领导”；《雾海夜航》“只看到一个代理支部书

记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恳求船长停车但是仍然

服从了船长错误的指示。等到触礁事故发生之后，

［1］《在电影创作中高举政治帅旗，坚持工农兵文

艺方向！上影举行创作思想跃进大会》，载《大众电影》

1958 年第 12 期。

［2］ 孟 犁 野：《 新 中 国 电 影 艺 术 史 》（1949—

1965），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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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代理支书就从此‘失踪’了”；《幸福》《护

士日记》《牧人之子》《洞箫横吹》《母女教师》《乘

风破浪》《凤凰之歌》等，“只着重表现了他们

个人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和领导所给予他们的支

持和力量，却表现得非常微弱，甚至把一些不正

确的作风和错误的领导方法，也当作好的东西来

表现”“体现在银幕上的党员和领导人员的形象，

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甚至简单粗暴，作风生硬，

不近情理。”

第三，“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宣

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认为“去年摄制的一些有

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影片，如《情长谊深》《青春的

脚步》《悬崖》《乘风破浪》《护士日记》《复试》

《生活的浪花》《上海姑娘》等，几乎有一种共同

的倾向：就是千方百计、借尸还魂地来表现、宣扬

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甚至为了美

化、突出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惜夸大知识分子的

作用，歪曲工人群众和党的领导形象”“不仅没有

能够表现党和群众的力量与作用，却在歌颂各种各

样的个人奋斗，把前进的动力归结为爱情和友谊，

甚至是个人主义者的痛苦、矛盾和错误”“严重的

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不但在这些描写知

识争子生活的影片中泛滥着，甚至在表现少数民族

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影片中也泛滥着。《芦笙恋歌》

原来的主题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但现在却成了

‘恋爱至上”的《人猿泰山》式的影片“《花好月圆》

除了突出、夸大了三对青年的恋爱外，把两条道路

的斗争这条主线抽掉了”“《不夜城》这样一部资

产阶级的赞歌的影片，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宣

扬真是淋漓尽致！”

文章确定所批判的这些影片的错误“是带有普

遍性和共同性的”“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

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

反对党的领导”“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

斗争在电影阵地上的反映，这是一场尖锐的阵地争

夺战，是电影艺术方面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于这些影片产生的原因，文章归结为电影局

领导“没有常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和帮助创作人员深

入生活、锻炼改造”；电影局和制片厂领导“对党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和

理解”；“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生活情调，以及艺

术观点、艺术趣味，至今还束缚着、支配着我们某

些艺术家”。并对其在负责艺术片生产的领导工作

和贯彻“双百方针中的“右倾思想”作了检讨。

四、收场：互文纠偏

岂料仅隔 3 个月，事情就发生变化。《人民日报》

于1959年3月4日，以“对1957年一些影片的评价问题”

为题，刊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电影

局局长袁文殊与陈荒煤的通信，对陈荒煤的原先文章

进行批评与修正。《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称，“我

们认为，袁文殊同志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

们对这篇文章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

袁文殊认为陈文“对 1957 年我国电影艺术创

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作了肯定之后，思想进行批判是

十分必要的，其中许多意见也极可宝贵”，同时“也

还感到有些不满足和看法上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在信中提出来进行商讨：

首先，认为陈文“从影片样式上来区分问题，

把喜剧影片归到一类来进行批判，就势必把许多错

误性质不同，或只有一些缺点的軎剧影片都混淆在

一起了，这是不恰当的”，所批评的《谁是被抛弃

的人》《寻爱记》《球场风波》《三个战友》《幸福》

等等许多影片，“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

个别片子错误还很严重，但不应把它们一律和《未

完成的喜剧》相提并论”，“这样的影片的确反映

了我们创作人员的思想感情的庸俗和情操的低下，

对观众不会产生提高道毒品质的教育作用。但这些

只是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或错误，同恶意攻击我们

的党和社会的《未完成的喜剧》是有根本性质的区

别的。因此，把这类影片和《未完成的喜剧》划在

一道，都归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感到话有

点说过了头了。其结果就势必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错

误混淆起来，把错误严重化”，“在这个问题上所

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

其次，认为陈文“把所有在表现党的领导上

存在着缺点的影片，不论其情况如何，都一概划

为‘抹煞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

党员及领导人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

这也把问题扩大化了”“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还

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有很大的片面

性”。《护士日记》“基调是向上的，基本上是

健康的”“影片的客观效果，基本上是好的，是

有一定的鼓舞人的力量的”，《母女教师》《乘

风破浪》《牧人之子》和《幸福》等，“虽然都

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但是它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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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正确的”。“既然大多数影片是属于思想问题，

就只能得出思想错误的结论，而不应该得出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的结论”。

再次是，认为“关于在影片中表现党的领导的

问题”，陈文“也说得不够清楚，因此有使人产生

误解的地方”“对那些不愿意在影片中表现党团员

形象的创作者，可以指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的错误

想法，对那些表现了党团员形象而表现得不够恰当、

不好的创作者．应该分析他们为什么表现不恰当的

原因，实事求是地把他们的缺点指出来，使他们引

为教训，更多地从正面来谈会更贴切一些”。

最后，提出“把‘白旗’这个名词用来批判艺

术思想，现在看来并不妥当”。

陈荒煤的复信，表示“基本上同意”袁文殊“所

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承认“文章最主要的缺点，

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

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

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解释是因为“1957

年是我们近几年艺术生产量最多的一年，然而艺术

创作中思想上的混乱却也是惊人的”“个人感触很

深，痛感到责任的重大，因此，写文章就强调了错

误的倾向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指出错误倾向的同时，

仔细区别影片中错误的不同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区

别，只就作品中所流露的某一种错误倾向而归于一

类，既没有首先从政治上来区别错误的性质，也没

有能细致地判断错误的程度”。

陈荒煤重申“有一点意见我还保留自己的看

法”，就是“1957 年影片的错误的倾向”“尽管

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

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

攻，反对党的领导”“这个看法还是可以的，是

不过分的。”同时，表示“问题是从对工农兵方

向动摇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这中间还有

很大距离，我说得太笼统，缺乏对各种不同情况

的具体分析。同时如果我不用‘叛变’‘白旗’

这些字眼，而只说这是对工兵方向的动摇和违背，

个别影片竟达到了反党的地步，这样也许更恰当，

更符合事实一些”。

对于“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作‘白

旗’，是不恰当的”，陈荒煤表示同意，说明在

写那篇文章时，“对‘白旗’这个概念是不明确

的，当时，是一般地指资产阶级的思想。现在看

来，用‘白旗’这个名词来批判创作中的资产阶

级的思想是很不恰当的。红旗和白旗应该是指政

治上的两条道路、大是大非、香花与毒草的区别，

而文学艺术创作现象是复杂的，恐怕很难以此作

简单的判断”。

来势迅猛的银幕“拔白旗”，就这样以颇具戏

剧性的“双簧”式互文收场。一种说法是袁文殊之

所以写信“叫板”陈荒煤文章，乃“上海王”柯庆

施指令，其所以反对，“既不是因为文章犯了左的

错误，也不是因为文章中点到的影片涉及上海”，

而是“早已对夏（衍）、陈（荒煤）耿耿于怀，凡

是他们说的他都要设法反对”。更为主要的，还是

中央对“拔白旗”等“左倾”偏差开始纠正，1958

年 12 月 28 日，周恩来召集陆定一、康生、周扬、

胡乔木、夏衍、林默涵等 22 人，就文艺、卫生、

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

周恩来提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教育方

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不赞成要求

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做法；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

识分子的问题。据称袁文殊的文章经过了胡乔木和

周扬的审定。［1］

囿于当时总体政治气候和思想认识水平，袁、

陈二人的“纠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直到“文革”之后才对电影“拔白旗”运动的错

误实质进行更深层的触及与反思，陈荒煤亦曾对

自己当初文章表示内疚和自责，向一些受到伤害

的艺术家道歉。更令其终生难忘并引以为训的是，

“拔白旗”运动批判、否定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造成在全国各地遭到禁映，而且一批已经完成剧

本或拍摄的富有新意的现实题材影片，被迫下马

或修改，严重打击了广大电影工作者创新探索的

积极性，致使影片质量出现大幅下滑，再次印证：

艺术创作上的不足与缺失，最终只能依靠文艺批

评和学术论争等方式来解决，运用政治运动甚至

阶级斗争等大而无当的方式，不仅于解决问题无

益，反而会引起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混乱，使电影

艺术发展陷入更为深重困境。

［朱安平  中国妇女报社高级记者］

［1］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中国电

影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4 页；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

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电影

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9 页。


